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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缓解中国产品频繁遭受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已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中不
容忽视的问题。文章从理论层面深入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对缔约方
之间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影响机制，并基于１９９６～２０２３年全球６５个经济体在９６种产品类别上
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据，采用二值选择Ｌｏｇｉｔ模型和泊松伪最大似然 （ＰＰＭＬ）估
计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产品遭受反
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和数量，其影响机制主要表现在政治互信方面。基准结论在通过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此外，文章从贸易救济措施类型、产品类别、经济体发展

水平等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得到了更多启发性结论。该研究为在制度型开放背景下保证产业链

供应链体系的稳定以及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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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是 ＷＴＯ规则所允许的一项贸易救济措施，其设立的初衷
是应对外来进口的不公平竞争 （倾销或补贴）导致的国内产业受损或者实质性威

胁。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本身的可操作性和便利性使其日益成为某些国家推行贸易

保护主义的一种重要的非关税壁垒 （王孝松、谢申祥，２００９）。长期以来，中国是
众多国家滥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主要目标，不仅美国、欧盟、澳大利亚等发达

经济体频繁对中国发起歧视性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印度、墨西哥等发展中国家也

纷纷高举反倾销和反补贴大旗，限制中国产品的进口。自１９９５年 ＷＴＯ成立至２０２３
年底，世界各国共发起６９００多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而针对中国的调查案件数量
就高达１８００多起，约占世界全部调查案件数量的２６％①。如何缓解中国产品遭受的

反倾销和反补贴贸易摩擦、保证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稳定以及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

发展是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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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由于ＷＴＯ多边贸易谈判进展缓慢，区域贸易协定 （ＲＴＡ）②日渐成
为各国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定、实现对外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重要方式。自２１世纪以
来，世界各国缔结的 ＲＴＡ数量激增。据 ＷＴＯ统计，全球生效的 ＲＴＡ从１９９５年的
４５个增加至２０２３年的３６５个，年均签署量达到１２个。目前，大多数国家至少参与
了一项 ＲＴＡ。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积极对外签署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以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截至２０２４年底，中国已签署了２２
个ＦＴＡ，正在研究、谈判的自贸区共有１６个，涉及全球近５０个国家和地区。随着
中国自贸区建设的日益推进，ＦＴＡ在促进中国与缔约方进出口贸易增长的同时能否
缓解中国产品遭受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个课题。

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文献是探讨ＲＴＡ对贸易摩擦的影响。从研究内容上看，有
一类文献重点考察了ＲＴＡ如何影响更广泛意义上的贸易摩擦，此处的贸易摩擦包括
进出口控制、技术性贸易壁垒 （ＴＢＴ）、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 （ＳＰＳ）、反倾销和反
补贴、保障措施、知识产权保护等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大部分研究认为，缔结 ＲＴＡ
有助于减少缔约方之间以及缔约方与非缔约方之间的贸易摩擦 （Ｂｏｗｎ＆Ｔｏｖａｒ，２０１６；
Ｔｏｖａｒ，２０１９；Ｌｉ＆Ｑｉｕ，２００１；冯帆 等，２０１８；吕建兴 等，２０２１）。随着 ＲＴＡ覆盖
范围的扩大以及条款承诺的深化，少数研究开始关注ＲＴＡ承诺条款的异质性对国际
贸易摩擦的影响。刘文、孙杨 （２０２４）基于全球贸易预警 （ＧＴＡ）数据库，通过构
建２００９～２０２０年国别层面数据，实证考察了 ＦＴＡ条款深度对双边贸易摩擦的影响，
结果表明ＦＴＡ条款深度与双边贸易摩擦显著负相关。另一类文献专门探讨了ＲＴＡ与
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关系。其中，大部分文献从缔约方的角度展开分析，研究结

论不尽相同。大多数研究认为缔结ＲＴＡ有利于减少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
查 （Ａｈｎ＆Ｓｈｉｎ，２０１１；Ｓｉｌｂｅｒｂｅｒｇｅｒ＆Ｓｔｅｎｄｅｒ，２０１８；蓝天、毛明月，２０１９；Ｐｒｕｓａ
ｅｔａｌ．，２０２２），但也有研究发现缔结ＲＴＡ加剧了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贸易
摩擦 （Ｂｌｏｎｉｇｅｎ，２００５；张燕、谢建国，２０１１；王俊、孙敏婕，２０１４）。考虑到 ＲＴＡ
条款的异质性，Ｐｒｕｓ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２）按照 “是否存在反倾销条款”将 ＲＴＡ区分为
“存在反倾销条款”和 “不存在反倾销条款”两类，研究发现存在反倾销条款的

ＲＴＡ对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调查的抑制效应更大。少数文献将研究视角拓展至 ＲＴＡ
对非缔约方的影响层面。王孝松、谢申祥 （２００９）研究发现ＲＴＡ显著增加了缔约方
针对非缔约方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而 Ｔａｂａｋｉｓ＆Ｚａｎａｒｄｉ（２０１９）的研究表明
ＲＴＡ的谈判和生效都会显著减少缔约方对非缔约方发起的反倾销调查数量。

综上所述，已有文献关于ＲＴＡ与贸易摩擦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为本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然而，有关ＲＴＡ与反倾销和反补贴关系方面的研究还
存在以下拓展空间：一是从研究内容上看，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评估ＲＴＡ的签署对反
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行为的影响，其中隐含的假设是ＲＴＡ是同质的，不存在条款的异
质性。虽然有个别文献关注到ＲＴＡ条款的异质性，但基于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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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角度的分析还比较匮乏。二是在理论分析方面，已有研究重点讨论了缔结ＲＴＡ对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影响机制，忽视了对 Ｒ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的理论分析。
三是从实证数据上看，已有研究大多基于国别层面的数据展开分析，但由于反倾销

和反补贴措施是针对某一产品实施的政策，因此不同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的概率和数量存在明显差异。１９９６～２０２３年，中国的钢铁及钢铁制品、机械和电气
设备、化学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数量是最高的，占中国全部调查案件数量

的５０％，此时若忽略产品层面的异质性可能会导致估计结果存在一定的偏差，进而
影响ＦＴＡ相关决策的科学判断。基于以上分析，本文以１９９６～２０２３年中国签署的
ＦＴＡ为研究对象，根据全球６５个经济体在９６种产品类别上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和
反补贴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对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
和反补贴调查概率和数量的影响。

相较于既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从研究内容上看，本文重

点考察了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在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发挥的作
用，进一步提高了相关研究的深度。一方面，本文深入剖析了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
条款对缔约方之间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理论影响机制；另一方面，本文在指标构

建上不局限于 “是否缔结ＦＴＡ”或者 “是否包含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这种０、１
虚拟变量的设定，而是根据ＦＴＡ条款承诺情况构建了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
度”指标，从而捕捉了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的异质性。第二，在数据层面，本
文使用中国在９６种产品类别上遭受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从而
避免了国别层面数据可能带来的估计偏差，进一步提高了相关研究的细致度和准确

性。第三，本文对中国已签署的ＦＴＡ项下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进行了系统的文本
分析，弥补了现有研究可能存在的缺失。此外，本文从贸易救济措施类型、产品类

别、经济体发展水平等角度进行异质性分析，得到了更多启发性结论，为相关政策

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二、中国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分析

按照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承诺类型的不同，ＦＴＡ可区分为三类。第一类 ＦＴＡ不
允许缔约方之间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第二类 ＦＴＡ允许缔约方之间使用反倾销
和反补贴措施，但没有附加具体的条款细则。此类 ＦＴＡ基本遵循 ＷＴＯ《关于实施
１９９４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六条的协定》和 《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项下的权利

和义务。第三类ＦＴＡ允许缔约方之间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且另行附加具体的
条款规定 （Ｍａｔｔｏｏｅｔａｌ．，２０２０）。此类ＦＴＡ除了遵循ＷＴＯ项下有关反倾销和反补贴
的权利和义务外，还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作出了更多的承诺。根据条款内容的不

同，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可区分为程序性条款和实体性条款。其中，程序性条款重

在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透明度方面进行规定，而实体性条款主要针对反倾销和反

补贴认定标准、损害程度等方面进行具体规定。由于 ＷＴＯ项下的反倾销和反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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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已经定义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适用的程序和规则，因此在 ＦＴＡ中增加的附加
条款通常被称为 “ＷＴＯ＋”条款。

截至２０２４年底，中国对外签署了２２个ＦＴＡ③，共涉及全球近３０个国家和地区。
从承诺类型上看，除 《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内地与澳门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中国 －白俄罗斯服务贸易和投资协定》之外，
中国已签署的其他１９个ＦＴＡ均允许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并保留ＷＴＯ项下有
关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权利和义务。其中，中国对外缔结的大部分 ＦＴＡ属于第三类
ＦＴＡ，包括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新加坡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 －冰岛自由贸易协
定》《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中国－韩国自由贸易协定》《中国－澳大利亚自
由贸易协定》 《中国 －格鲁吉亚自由贸易协定》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ＲＥＣＰ）《中国－尼加拉瓜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厄瓜多尔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此类ＦＴＡ在ＷＴＯ规则的基础上引入了更多提高反倾销和
反补贴条款透明度的程序性条款，还制定了限制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实体性

条款。这些ＦＴＡ项下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基本属于强规则，约束力较强。中国对
外缔结的少数 ＦＴＡ属于第二类 ＦＴＡ，包括 《中国 －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
《中国－智利自由贸易协定》《中国－巴基斯坦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马尔代夫自
由贸易协定》《中国－毛里求斯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柬埔寨自由贸易协定》。此
类ＦＴＡ项下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均属于弱规则，约束力较弱。

从条款内容上看，中国对外缔结的ＦＴＡ可区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在ＦＴＡ中增加
较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此类ＦＴＡ主要包括ＲＣＥＰ及 《中国 －韩国自由贸易协
定》。它们是迄今为止中国针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附加规定最多的 ＦＴＡ，其中既
包括提高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透明度的程序性条款，涵盖通知和磋商、价格承诺、

实地核查、临时措施和最终措施的书面披露、最终裁定的公告和说明、利害关系方

的评论等诸多事项，也包括限制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和提高反倾销认定标准的

实体性条款，例如计算倾销幅度时不使用第三国替代价值法、确定倾销幅度时应给

予平均计算 （禁止归零）、谨慎使用累积评估法等。二是在 ＦＴＡ中增加适量的反倾
销和反补贴条款，此类ＦＴＡ主要包括 《中国－新西兰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新加
坡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秘鲁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哥斯达黎加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冰岛自由贸易协定》《中国－瑞士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澳大利亚自由贸
易协定》《中国－塞尔维亚自由贸易协定》。这些ＦＴＡ主要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透
明度方面引入了部分程序性条款，包括通知和磋商、价格承诺、信息披露等相关内

容。三是在ＦＴＡ中增加较少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此类ＦＴＡ包括 《中国－格鲁吉
亚自由贸易协定》《中国 －厄瓜多尔自由贸易协定》 《中国 －尼加拉瓜自由贸易协
定》。这三个ＦＴＡ主要附加了针对反倾销幅度和认定标准的条款，例如计算倾销幅
度时不使用第三国替代价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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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理论机制分析

从上文可知，中国对外签署的 ＦＴＡ均遵循 ＷＴＯ项下有关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
的权利和义务，且大部分 ＦＴＡ引入了提高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透明度的程序性条
款，还制定了限制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实体性条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缔

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行为。

第一，ＦＴＡ程序性条款限制了缔约方之间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随意性，
并为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制度保障，从而减少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

和反补贴调查。ＦＴＡ程序性条款基本贯穿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整个过程。一是在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发起前，ＦＴＡ规定了通知和磋商程序，并对通知和磋商作出了
更为明确的时限要求④。二是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发起后，ＦＴＡ规定了有关价格
承诺和磋商机会、解释不符点、实地核查、对调查和复审案件设立非机密案卷等程

序性条款⑤。三是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作出裁决时，ＦＴＡ规定了信息披露、裁定
公告和说明、复审终止后的谨慎调查等程序性要求⑥。此外，ＦＴＡ明确要求缔约方
不以武断和保护主义形式实施任何类型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并承诺不实施或维

持任何形式的出口补贴⑦。一方面，ＦＴＡ程序性条款增加了缔约方在实施反倾销和
反补贴措施时的相关义务，提高了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透明度，客观上有助于限

制缔约方之间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随意性 （王俊、孙敏婕，２０１４），从而减
少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另一方面，ＦＴＡ有关调查立案前的通知和磋
商程序、价格承诺和磋商机制为缔约方找到均可接受的解决方案或者替代解决方案

提供了可能性，从而终止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而针对复审终止后的

谨慎调查则有助于降低缔约方之间针对同类产品再次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

概率。

第二，ＦＴＡ实体性条款引入了更加严格的认定标准，有助于降低缔约方之间实
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概率。中国签署的部分ＦＴＡ制定了更加严格的倾销或补贴
认定标准，这些实体性条款主要体现在禁止归零法、不使用第三国替代价值法、谨

慎使用累积评估法等方面。其中，禁止归零法要求在确定、评估或复审倾销幅度时，

禁止将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部分 （负倾销幅度）当作零计算，而应当将所有

正、负倾销幅度的交易均纳入计算范围⑧。禁止归零条款提高了缔约方之间倾销认

定的标准，降低了缔约方之间发起反倾销调查的概率 （王俊、孙敏婕，２０１４）。不
使用第三国替代价值法要求在计算倾销幅度时，不采用第三国替代价格或替代成本

来计算涉案产品的正常价值和出口价格⑨。由于第三国替代价值法往往会导致认定

的价值和价格偏高，且在计算倾销幅度时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致使倾销幅度偏

大，倾销行为更容易被认定 （曾艳军，２０２０），因此不使用第三国替代价值法降低
了倾销行为认定的可能性，从而避免反倾销贸易摩擦。谨慎使用累积评估法要求缔

约方对来自一个以上国家的一种产品的进口同时接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时，应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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慎审查对进口产品的影响所进行的累积评估是适当的⑩。由于累积评估法更容易认

定一国产业受到实质性损害，因此谨慎使用累计评估法有助于提高反倾销和反补贴

损害认定的标准，从而减少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贸易摩擦。

第三，ＦＴＡ程序性和实体性条款提高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政策的透明度，进一步
增强了缔约方之间的政治互信，从而降低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概率。

根据制度经济学理论，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属于一种客观存在的正式性制度，
其在ＷＴＯ相关条款基础上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实施过程中的通知和磋商、价格
承诺、倾销和补贴计算方法、信息披露、公告裁定和说明等主要环节进行了更加详

细的规定和补充说明，提高了反倾销和反补贴政策的透明度，有助于增强缔约方对

彼此实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正当性的认知，从而增进缔约方之间的政治互信。作

为非正式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互信促使缔约方在行为决策中考虑多次重复

性博弈的长远利益得失，对当下政策行为产生规则性的约束，并规范国家行为体在

重复性博弈中作出理性选择，从而消除缔约方之间的贸易争端和冲突，减少贸易保

护的发生 （Ｗｉｔｔ＆Ｌｅｗｉｎ，２００７；王孝松、常远，２０２２）。政治互信主要从以下三个
方面影响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一是良好的政治互信有助于提高贸易

政策协同度，从而促使双方通过磋商等非诉讼机制来解决贸易摩擦，而非诉诸反倾

销和反补贴调查这一司法程序；二是良好的政治互信有助于减少甚至消除缔约方对

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可能存在的敌意，从而减少缔约方之间因恶意报复而进行的不

理性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三是良好的政治互信有助于减少或消除 “第三方”因

素的干扰，即一缔约方对另一缔约方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倾向不会受到 “第三方”

行为的影响，从而缓解或消除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 “连锁反应”或 “跟风效应”。

综上分析，本研究认为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对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
贴行为具有抑制效应，其影响机制可归纳为直接机制和间接机制两个方面。其中，

直接机制主要体现在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本身的约束力方面；间接机制主要体
现在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的透明度方面，可通过增进政治互信降低缔约方之间
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

四、数据及模型设定

（一）计量模型设定

在考察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或者相关贸易争端的影响因素文献中，除了ＲＴＡ相
关因素外，已有研究普遍认为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率、双边汇率、进口额或进

口比重也是影响一国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等贸易争端的因素 （Ｐｒｕｓ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２；
Ｔａｂａｋｉｓ＆Ｚａｎａｒｄｉ，２０１９；吕建兴 等，２０２１；王孝松、谢申祥，２００９）。基于此，本
文在引入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这一核心解释变量的基础上，进一步控制了
影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其他变量，最终设定计量模型如下：

Ｙｉｈｔ＝β０＋β１Ｄｅｐｔｈｉｔ＋β２Ｘｉｈｔ＋ŋｉ＋ŋｈ＋ŋｔ＋εｉｈｔ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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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下标ｉ、ｈ、ｔ分别代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发起方、产品类别、年份。
Ｙｉｈｔ是被解释变量，表示ｔ年ｉ国在 ｈ行业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
和数量。Ｄｅｐｔｈｉｔ是核心解释变量，表示ｔ年ｉ国与中国缔结的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
款深度。Ｘｉｈｔ表示除核心解释变量之外的其他可能影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控制变
量，包括ｊ行业发起方自中国的进口比例、产业内贸易水平、发起方经济增长率、
发起方经济发展水平、双边实际汇率、过去两年中国是否对发起方同一类产品发起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中国是否加入 ＷＴＯ。ŋｉ、ŋｈ、ŋｔ分别代表发起方固定效应、
产品类别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ｈｔ代表随机误差项。

对于被解释变量中的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概率，本文使用二值选

择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估计；对于被解释变量中的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
量，由于该指标是一个具有多零的非负整数，因此本文使用泊松伪最大似然

（ＰＰＭＬ）法进行估计 （Ｐｒｕｓ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２）。考虑到不同层级数据之间的因果推断问
题可能导致发起方内部行业间的自相关问题，本文使用聚类到国家层面的标准误纠偏。

（二）指标构建及数据说明

１．被解释变量：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概率和数量
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据来源于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11。该网站

统计了中国产品遭受的全部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案件以及中国对外发起的全部反倾

销和反补贴调查数据，具体指标包括案件号、案件名称、案件类型、案件状态、立

案时间、申诉国、涉案行业等。由于以上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据中的涉案行业并

非基于ＨＳ两位数编码分类，因此本文进一步结合案件公告中陈述的产品编码进行
一一赋值，并以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 “立案时间”作为时间节点，整理出 ＨＳ两
位数编码层面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据。

在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概率方面，本文使用 “中国产品是否遭受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 “０、１”虚拟变量进行设定。如果某一经济体于某一年份
在某一产品类别上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则定义为１，否则为０。在中国
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量方面，本文使用某一经济体于某一年份在某一产

品类别上对中国发起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合计数量进行衡量�12。

在样本选择方面，本文将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所有经济体以及与

中国缔结ＦＴＡ的所有经济体作为研究样本，共涉及全球６５个经济体�13。在产品类别

层面，本文按照国际通行的 ＨＳ两位数编码分类标准将全部产品划分为９６类�14，并

依据涉案产品的前两位ＨＳ编码进行归并。在时间序列上，本文以１９９６年 ＷＴＯ正
式取代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临时机构的时间为起始年份，以２０２３年为截止年份。经整
理后，本文构建了１９９６～２０２３年全球６５个经济体在９６种产品类别上对中国发起的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概率和数量的数据集。

２．核心解释变量：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
在数据来源方面，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发布的 “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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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贸易协定”数据库 （第二版）�15。该数据库对１９５８～２０２２年间全球缔结的４００个
ＲＴＡ进行了文本条款解读，具体包括关税优惠、服务、投资、反倾销和反补贴等１９
章协定内容。其中，全球反倾销条款共有１８个大类，具体包括反倾销的确定、国内
产业定义、反倾销损害的确定、反倾销裁定的组织、争端解决、《关税及贸易总协

定》（ＧＡＴＴ）条款依据等；全球反补贴条款共有４个大类，具体包括相互可接受的
解决方案、通知和磋商、反补贴裁定的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ＧＡＴＴ）条款
依据等。基于条款承诺情况，该数据库对 Ｒ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进行一一赋值。
如果ＲＴＡ包含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某一大类条款，则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参考此指
标构建方法，本文对２０２３年中国与塞尔维亚、尼加拉瓜、厄瓜多尔签署的三个ＦＴＡ
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进行了补充。

在指标计算方面，本文对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的每一类得分进行加总，将
总得分除以总条款数量，即可得到每个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该指标取值
范围在０～１００％之间，数值越大表明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越深，其透明度
和约束力越强。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Ｄｅｐｔｈｉｔ＝
∑
１８

ｎ＝１
ＡＤｉｔ＋∑

４

ｎ＝１
ＶＣＤｉｔ

２２ *１００％ （２）

其中，Ｄｅｐｔｈｉｔ表示 ｔ年中国与 ｉ国 （地区）签订的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
度，ＡＤｉｔ表示反倾销条款得分，ＶＣＤｉｔ表示反补贴条款得分。需要说明的是，由于
ＦＴＡ项下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并未明确排除某一类产品，因此该指标属于国别层
面的指标，在行业上并没有异质性。

３．其他控制变量
本文的其他控制变量具体如下：（１）发起方自中国的进口比例，使用某一产品

类别层面发起方自中国的进口额占其总进口额的比例衡量；（２）产业内贸易水平，
参考吕建兴 等 （２０２１）使用 Ｇｒｕｂｅｌ－Ｌｌｏｙｄ指数进行度量，计算公式为：１－ａｂｓ
［（出口－进口）／（出口＋进口）］；（３）发起方经济增长率，使用发起方ＧＤＰ增长率
衡量；（４）发起方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发起方人均 ＧＤＰ取自然对数衡量；（５）双
边实际汇率，使用发起方货币对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取自然对数衡量；（６）过去两年
中国是否对发起方同一类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７）中国是否加入 ＷＴＯ。
其中，进出口贸易相关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
ＧＤＰ和汇率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中国对外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数据来源于
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

（三）变量描述性统计

通过将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概率和数量、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
款深度以及其他控制变量进行匹配，本文最终构建了１９９６～２０２３年全球６５个经济体
在９６种产品类别上的非平衡面板数据。由于部分经济体的控制变量存在不同程度的
缺失，因此实际参与估计的样本观测值有所减少。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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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概率 １２６１９７ ０．０２ ０．１８ ０ １

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数量 １２６１９７ ０．０１ ０．１０ ０ １２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 １２６１９７ ５．２５ １０．８０ ０ ４５．８３

发起方自中国的进口比例（％） １２６１９７ １６．２３ ２０．５４ ０ １００

产业内贸易水平 １２６１９７ ０．２６ ０．２８ ０ １

发起方经济增长率（％） １２６１９７ ３．５１ ４．３４ －３２．９１ ３７．６９

发过方经济发展水平（美元） １２６１９７ ８．９１ １．２７ ５．６３ １２．５０

双边实际汇率 １２６１９７ ０．９１ ２．７６ －７．４９ ８．１９

过去两年中国是否对发起方

同一类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１２６１９７ ０ ０．０６ ０ １

中国是否加入ＷＴＯ １２６１９７ ０．８６ ０．３５ ０ １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估计结果

表２汇报了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列 （１）、列 （３）的结果显示，ＦＴＡ反倾销
和反补贴条款深度与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存在负相关关系，且均在

１％水平上显著，即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承诺程度越深，越有利于降低中国产
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和数量。进一步地，列 （２）的几率比 （ＯＲ值）
为０．９８１３，意味着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每提高１％，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
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将降低１．８７％；列 （４）发生率比 （ＩＲＲ值）为０．９７５８，意味
着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每提高１％，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
数量将减少２．４２％。该项实证结果验证了本文的理论预期，即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
条款深度的提高对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行为具有抑制效应。一方面，ＦＴＡ
程序性条款有助于缔约方与中国通过寻求替代解决方案达成和解，进而降低反倾销

和反补贴措施的使用概率；ＦＴＡ实体性条款通过限制使用以及引入更加严格的倾销
和补贴认定标准，降低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适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ＦＴＡ反倾销
和反补贴条款的透明性有助于增进缔约方与中国的政治互信，进而削弱缔约方对中

国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动机。

当前，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最为频繁的经济体 （如印度、美国、欧

盟、阿根廷等）尚未与中国缔结ＦＴＡ，但可以预计的是与这些经济体缔结ＦＴＡ能有
效减少中国产品遭受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原因在于：第一，缔结 ＦＴＡ能推动中
国与缔约方建立更紧密、更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促使

缔约方减少对中国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Ｐｒｕｓ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２）；第二，ＦＴＡ在法
律条款上对关税减让、技术性贸易壁垒、贸易救济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这些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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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基准估计结果

（１） （２） （３） （４）

Ｌｏｇｉｔ 几率比（ＯＲ值） ＰＰＭＬ 发生率比（ＩＲＲ值）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
条款深度

－０．０１８９***

（０．００６３）
０．９８１３***

（０．００６２）
－０．０２４５***

（０．００８４）
０．９７５８***

（０．００８１）

发起方自中国的进口比例
０．０２３４***

（０．００３１）
１．０２３７***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１９０***

（０．００３４）
１．０１９２***

（０．００３５）

产业内贸易水平
－０．３２９７**

（０．１３７７）
０．７１９１**

（０．０９９０）
－０．２１５８
（０．１３１４）

０．８０５９
（０．１０５９）

发起方经济增长率
－０．０２１３**

（０．００９９）
０．９７８９**

（０．００９７）
－０．０２３３**

（０．０１０３）
０．９７７０**

（０．０１０１）

发过方经济发展水平
１．０３６９***

（０．１８０９）
２．８２０５***

（０．５１０３）
０．６０７１***

（０．１５２８）
１．８３５１***

（０．２８０５）

双边实际汇率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６８１）

０．９９４６
（０．０６７７）

－０．１０２６*

（０．０６１９）
０．９０２５*

（０．０５５９）

过去两年中国是否对

发起方同一类产品发起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０．４２７９**

（０．１７４７）
１．５３４１**

（０．２６８０）
０．２５２７*

（０．１３９７）
１．２８７５*

（０．１７９９）

中国是否加入ＷＴＯ －１．１１８４***

（０．３８７７）
０．３２６８
（０．１２６７）

常数项
－１１．２８１７***

（１．５７０８）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７．４３６３***

（１．３８９３）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０８）

发起方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产品类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６０３５１ ６０３５１ １２６１９７ １２６１９７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３１８５ ０．３１８５ ０．４４７３ ０．４４７３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国家层面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１％、５％、１０％水平上显著。列 （１）、列

（２）观测值减少的原因是在使用Ｌｏｇｉｔ方法估计时，样本期内被解释变量始终不发生变化的观测值不参与估计。

下表同。

款规定明确、可执行性强，有利于降低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减少双方爆发贸

易摩擦的可能性 （吕建兴 等，２０２１）；第三，ＦＴＡ项下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具有
抑制效应，例如欧盟、印度、阿根廷对外签署的ＦＴＡ均允许使用反倾销和反补贴措
施，其中欧盟在其对外缔结的约７０％的ＦＴＡ中附加了具有强约束力的反倾销和反补
贴条款，印度和阿根廷在其对外缔结的约３０％的ＦＴＡ中附加了具有强约束力的反倾
销和反补贴条款，这些强约束力条款有助于降低欧盟、印度、阿根廷对中国发起反

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通过更换估计方法、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考虑样本敏感性等

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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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使用二值选择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和适用于非负整数的负二项方法重新进行估计。
结果显示，在更换估计方法后，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对中国产品遭受反倾
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和数量仍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

第二，针对核心解释变量，使用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得分进行替换。结果
显示，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得分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
贴调查的概率和数量。针对被解释变量，使用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覆

盖率和频次覆盖率进行替换 （吕建兴 等，２０２１）。结果显示，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
条款深度对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和数量均具有显著的负效应，

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

第三，在样本敏感性处理方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检验：一是在经济体

层面，仅以与中国缔结ＦＴＡ的经济体为考察对象；二是在行业层面，剔除钢铁行业
异常值；三是在时间序列层面，将样本研究期限制在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
前。结果显示，在考虑样本敏感性后，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仍与中国产品
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和数量显著负相关，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

（三）内生性讨论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可能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存在反向因果关系，
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即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不仅能影响缔约方之间的
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行为，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行为也可能会影响

双方在 ＦＴＡ项下的承诺。除此之外，ＦＴＡ存在预期效应，即当前的反倾销和反补
贴调查行为可能受到预期 ＦＴＡ条款深度的影响，这也会造成一定的内生性偏误
（Ｐｒｕｓ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２）。

针对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引致的内生性偏误，本文主要通过三种方法进行检验。

一是使用工具变量 （ＩＶ）。借鉴戴翔、马皓巍 （２０２４）的方法，将当年发起方与除
中国之外的发展中经济体签订的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均值作为工具变
量。其合理性在于：发起方倾向于将已有的ＦＴＡ条款纳入未来的ＦＴＡ谈判之中，而
发起方与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经济体缔结的ＦＴＡ条款将更有可能应用于与中国签署
的ＦＴＡ中，满足相关性假定；发起方与除中国之外的发展中经济体所签署的反倾销
和反补贴条款主要对自贸区内部成员之间的调查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对包括中国在

内的非缔约方的影响较小，满足外生性假定。二是只考虑与中国签署诸边 ＦＴＡ的经
济体。其理由是：相较于双边ＦＴＡ，诸边ＦＴＡ更多地受到区域性或系统性因素的影
响，较少受到某一国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行为的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双

边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对诸边 ＦＴＡ条款的影响 （Ｃｈｅｎ＆Ｊｏｓｈｉ，２０１０）。三是针对
ＦＴＡ预期效应可能引起的偏误，使用核心解释变量的前置一期对现期反倾销和反补
贴调查行为进行估计。如果估计结果不显著，则ＦＴＡ预期效应引起的内生性偏误是
可以忽略的 （Ｐｒｕｓａｅｔａｌ．，２０２２）。

为检验 ＩＶ选取的合理性，本文进行了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检验。其中，

１３

苗翠芬：在ＦＴＡ下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研究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统计量 Ｐ值为 ０，说明不存在识别不足问题。第一阶段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Ｆ值为６２０，拒绝弱工具变量假设。由于工具变量和内生变量数
量一致，因此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表３列 （１）、列 （２）的结果显示，在使用 ＩＶ
估计后，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与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
和数量仍显著负相关。列 （３）、列 （４）的结果显示，在只考虑诸边 ＦＴＡ的情况
下，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对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
率和数量仍然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且结果与基准估计结果类似，说明基准估计结果

可靠。列 （５）、列 （６）的结果显示，当前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行为不会显著受
到预期ＦＴＡ条款深度的影响，说明 ＦＴＡ预期效应可能引起的内生性偏误是可以忽
略的。

表３　内生性讨论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工具变量（ＩＶ） 只考虑诸边ＦＴＡ 考虑ＦＴＡ预期效应

Ｐｒｏｂｉｔ－ＩＶ Ｐｏｉｓｓｏｎ－ＩＶ Ｌｏｇｉｔ ＰＰＭＬ Ｌｏｇｉｔ ＰＰＭＬ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
条款深度

－０．００７８***

（０．００２７）
－０．０３６０***

（０．００４４）
－０．０１９５***

（０．００６４）
－０．０２５０***

（０．００８５）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
条款深度（前置一期）

－０．００８１
（０．００５３）

－０．００９４
（０．００６２）

常数项
－４．９５２７***

（０．６１１３）
－２．０４４７***

（０．４６４０）
－１１．５０３８***

（１．５５２１）
－７．５０６６***

（１．３７９３）
－１１．９６８１***

（１．４６０９）
－７．４９６６***

（１．３４８９）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发起方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产品类别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ＬＭ
统计量Ｐ值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Ｋｌｅｉｂｅｒｇｅｎ－ＰａａｐｒｋＦ值 ６２０ ６２０

观测值 ６０３５１ １２６１９７ ５７４１８ １１０２５０ ５５８１７ １０７４５５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３１９５ ０．４３９８ ０．３２０４ ０．４３９６

（四）机制检验

从理论分析可知，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影响机制包括直接机制和间
接机制。由于直接机制主要表现在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本身的约束力方面，因
此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可被视为直接机制的反映。基于此，本文主要检验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间接机制，即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
主要通过增强缔约方之间的政治互信来减少缔约方之间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本

文主要通过观测自变量对中介变量的影响进行机制检验 （江艇，２０２２）。
在政治互信指标选取方面，本文使用中国与发起方在 “联合国大会中的投票行

为”进行衡量。联合国大会针对各项议题的投票行为代表着一个国家对相关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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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偏好，投票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家间政治信任或者战略协同程度。因此，

两国就联合国大会决议的投票选择代表着双方政治倾向的相似性，可以作为一种反

映国家间政治互信的信号。在指标度量方面，本文使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的 “理想

点距离”进行衡量。该指标反映了中国与发起方在联合国大会投票中理想点的偏离

程度，数值越大表明中国与发起方之间的政治立场差异越大，意味着双方的政治互

信程度也就越低。除了 “理想点距离”之外，本文还使用联合国大会 “投票相似

度”指标来衡量中国与发起方的政治互信程度。如果中国与发起方在联合国大会上

的投票趋于相似，则表明双方的政治互信程度越高。“理想点距离”和 “投票相似

度”数据来自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库�17。表４列 （１）、列 （２）的结果显示，ＦＴＡ
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与发起方在联合国投票中的 “理想

点距离”，并显著提升了中国与发起方的 “投票相似度”，意味着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
贴条款深度的提高有助于增进中国与发起方的政治互信。

表４　机制检验

（１） （２）

理想点距离 投票相似度

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 －０．０００５***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０）

常数项
１．３９９９***

（０．０２３０）
０．２６３１***

（０．００４０）

控制变量 是 是

发起方固定效应 是 是

产品类别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１２５７０５ １２５７０５

Ｒ２ ０．９３３１ ０．９４３４

六、异质性分析�18

（一）贸易救济措施类型异质性

根据贸易救济措施类型的不同，本文将贸易救济措施区分为反倾销和反补贴两

大类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ＦＴＡ反倾销条款深度的提高对中国产品遭受反倾
销调查的概率和数量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而ＦＴＡ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对中国产
品遭受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和数量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在于，ＦＴＡ反倾销和反
补贴条款在约束力和透明度上有所不同。在约束力方面，ＦＴＡ引入了较多与反倾销
有关的实体性条款，而与反补贴有关的实体性条款则相对较少；在透明度方面，

ＦＴＡ对反倾销措施的透明度作出了更高的要求。整体而言，ＦＴＡ反倾销条款的约束
力和透明度更强，反补贴条款的约束力和透明度较弱，这可能造成了二者实证结果

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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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品类别异质性

考虑到制造产品在要素密集度方面的差异，本文将制造产品区分为劳动密集型

制造产品、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产品两大类进行异质性分析。其中，劳动

密集型制造产品包括食品饮料、塑料橡胶、皮革制品、木制品、纺织服装、非金属

及金属矿制品；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产品包括烟草制品、造纸和纸制品、

化学工业及相关产品、车辆运输设备、电气和机械设备、光学及电子等仪器设备

（阳立高 等，２０１８）。结果显示，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不仅显著降低
了中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和数量，也显著抑制了

中国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和数量。为

比较分组估计系数，本文采用自抽样法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Ｍｅｔｈｏｄ）重复５００次进行组间系
数差异检验，得到的系数差异均在１％的水平上不显著异于０，说明组间系数差异不
显著，这表明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制造产
品遭受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

（三）经济体发展水平异质性

考虑到经济体发展水平的差异，本文根据世界银行对收入水平的分类，将高收

入经济体定义为发达经济体，将中高、中低以及低收入经济体定义为发展中经济体，

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对中
国产品遭受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和数量具有显著的抑制

效应，但未能显著降低发达经济体对中国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和数

量，且组间系数差异至少在５％水平上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发达经济体往往具有
更强的能力来承担与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有关的各项经济政治成本，其更倾向于采

取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来保护本国产业。当前，中国签署的大部分 ＦＴＡ，特别是前
期签署的ＦＴＡ，无论缔约方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经济体，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
深度不存在明显差异，且条款深度普遍较低。这种浅层次的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承

诺可能对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意愿较低的发展中经济体具有抑制效应，但对发

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概率较高的发达经济体并没有约束力。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１９９６～２０２３年全球６５个经济体在９６种产品类别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
据，采用二值选择Ｌｏｇｉｔ模型和泊松伪最大似然 （ＰＰＭＬ）估计法，实证检验了 ＦＴＡ
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对中国产品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概率和数量的影响。

研究发现：第一，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显著降低了中国产品遭受反
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概率和数量，条款深度每提高１％，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概率
将降低１．８７％，调查数量将减少２．４２％。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表明，ＦＴＡ反倾销和
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增进了缔约方之间的政治互信，进而减少了缔约方之间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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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第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ＦＴＡ反倾销条款深度的提高对反
倾销调查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但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对反补贴调查的影响不显

著。此外，ＦＴＡ反倾销和反补贴条款深度的提高对中国不同要素密集度的制造产品
遭受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均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并显著减少了中国产品遭受的

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

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应在维护 ＷＴＯ多边贸易
体制的基础上对外签署更多的 ＦＴＡ。可考虑从 ＲＣＥＰ、ＣＰＴＰＰ等诸边 ＦＴＡ入手，扩
展和吸纳更多的自贸协定伙伴国，同时以共建 “一带一路”为契机，逐步开展与大

洋洲、美洲、欧洲、非洲等地区的经济体或区域性组织的 ＦＴＡ谈判或可行性研究。
第二，要提高ＦＴＡ条款的深度和透明度。在条款覆盖率方面，要实施差异化的 ＦＴＡ
深化战略：与发展中经济体谈判时，重点加强在原产地规则、海关程序与贸易便利

化、技术性贸易壁垒等传统贸易议题方面的谈判；与发达经济体进行谈判时，应着

重在贸易救济、知识产权保护、数字贸易、环境保护等领域开展深度谈判。针对反

倾销和反补贴条款，要引入更多的程序性和实体性条款，并增加确定性语言的使用。

第三，要加强与缔约方之间的贸易政策互信力，特别是处理好中国与发达经济体之

间的经贸关系。可通过建立定期高层对话和磋商机制，为贸易争端提供沟通和磋商

机会。同时，要借助ＦＴＡ条款推进国内贸易救济条例、竞争法等相关制度的改革，
不断增进政策认知和互信，进而减少贸易摩擦的发生。

（通信作者 苗翠芬电子邮箱：１８５１８１７６９９５＠１６３．ｃｏｍ）

注释：

①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ｈｔｔｐｓ：／／ｃａｃ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② 根据ＷＴＯ的定义，区域贸易协定（ＲＴＡ）包括优惠贸易协定、自由贸易协定（ＦＴＡ）、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

同盟等。目前，ＦＴＡ属于区域贸易协定的主要形式。对于中国而言，除了《亚太贸易协定》外，中国对外缔结的

ＲＴＡ均属于ＦＴＡ形式。

③ 此处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对外签署的ＦＴＡ以及《亚太贸易协定》（该协定主要针对货物关税削减，不属于真

正意义上的ＦＴＡ）。ＦＴＡ数据来源于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ｈｔｔｐ：／／ｆｔａ．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④ 中国与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冰岛、瑞士缔结的双边 ＦＴＡ以及 ＲＣＥＰ中有相关

规定。

⑤ 中国与韩国、秘鲁、哥斯达黎加缔结的双边ＦＴＡ以及ＲＣＥＰ中有相关规定。

⑥ 中国与韩国缔结的双边ＦＴＡ以及ＲＣＥＰ中有相关规定。

⑦ 中国与韩国、新西兰、新加坡、瑞士、塞尔维亚缔结的双边ＦＴＡ中有相关规定。

⑧ 中国与韩国缔结的双边ＦＴＡ以及ＲＣＥＰ中有相关规定。

⑨ 中国与韩国、格鲁吉亚、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塞尔维亚缔结的ＦＴＡ中有相关规定。

⑩ 中国与韩国缔结的ＦＴＡ中有相关规定。

�11 数据来源：中国贸易救济信息网（ｈｔｔｐｓ：／／ｃａｃｓ．ｍｏｆｃｏｍ．ｇｏｖ．ｃｎ／）。

�12 此处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遭受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的数量。

�13 此处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

�14 国际通用的ＨＳ商品编码体系共涵盖２２个大类，细分为９８章。本文的两位数编码商品不包括第７７章（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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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税则将来所用）和第９８章（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

�15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ｃａｔａｌｏｇ．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ｓｅａｒｃｈ／ｄａｔａｓｅｔ／００６５６２４／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Ｄｅｅｐ－Ｔｒａｄｅ－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

Ｖｅｒｓｉｏｎ－２－。

�16 限于篇幅，未报送稳健性检验结果，备索。

�17 数据来源：ｈｔｔｐｓ：／／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ｅｄｕ／ｄａｔａｖｅｒｓｅ／Ｖｏｅｔｅｎ。

�18 限于篇幅，未汇报异质性估计结果，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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